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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学东渐影响了我国的法史研究，进而导致部分人对中国传统法律审判的误解。清末县衙的审判依据《大

清律例》的要求进行依法裁判，但同时情理也必须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本文总结和探讨了国内外学界

对清代州县自理案件审判依情理还是依国法进行裁判的不同看法，并结合史料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州县自理案件，情理，民事纠纷 

 
 

Cases of Self-Government  
in Counties in Qing  
Dynasty 

Peng Men 
School of Law,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Feb. 18th, 2024; accepted: Feb. 27th, 2024; published: Mar. 29th, 2024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has influenced the study of legal 
history in China, leading to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traditional legal trial in China. In the trial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judgment was made according to the re-
quirements of the Laws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reason must also b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view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circles 
on the trial of self-care cases in counties and counties in Qing Dynasty, and reflects the characte-
ristics of traditional judicial trial in China by combin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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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代以来，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目睹东西方法律传统的交汇与碰撞。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席

卷而来，中国的传统法史学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西方法律概念和理论框架被引入以解读中

国古代法律现象，但这种现代视角可能未能准确捕捉到清代司法体系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文旨在深入

分析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范围、审判原则以及刑罚实践，探寻中国传统法律的真实面貌，揭示其内在的

逻辑和运作机制。通过这一研究，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的法制，而且能为现代法律体系提供历

史的智慧和启示。 

2. 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范围 

2.1. 从“民、刑”的差异来看 

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传统法史学科在研究时往往采用西方的法律概念与理论框架，这种做法可能

导致对中国法律传统的误解，现代学者所使用的“民、刑”分类并不完全适用于清代的法律体系。 
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西方国家侵略的影响，“中学”在与“西学”的竞争中败

下阵来，法律转型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拿来主义”。此番法律移植，注定了近代意义上的法史学科从初

创时就充斥着西方法学概念与理论。梁启超、杨鸿烈等中国法史学科奠基者在西学东渐中，利用西方舶

来的法学框架对传统史料进行整理，为中国法史学突破传统律学的进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借用西方法

学概念与理论本身并没有错，但在实践中，研究者常常会基于这一框架而导致主观地对史料进行适应性

剪裁，或在选择史料之初就被这一框架所暗含的思维定式般的理论预设所误导。王志强形容此为“中国

法律史的研究成为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西方概念对应物的一种努力”，他将这种“以既有西方理论框架和

概念为前提的研究”称作“填充式法律史学”[2]。 
国内外的中国法律史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制时，还是受制于现代意义上的“民、刑”法律框架，

带着某种西方舶来品的“傲慢”而连同中国旧制度一同作为“原罪”强加于中国传统法律体系，难以站

在清代法的角度，从其本身的产生以及基本分类和实践意义上进行划分。按照现代法律史学届的主流观

点，传统中国法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制体系，是在暗自承认西方或现代标准合理的前提下将其框

架套用在中国古代法制体系中，强调了“古为今用”、“古已有之”。这一困境在清代州县诉讼研究领

域格外突出。 
现代学者用“民、刑”来区分中国传统司法，有其便利和合理的理由。这些概念是近代西学东渐的

产物，始于《大清现行刑律》的编纂过程。沿用舶来的话语，在学科创立之初可以避免在这一研究领域

失语的尴尬境地，帮助我们更快建立起研究方向。但若继续使用，学科研究则很难实现实质性突破。 
著名学者戴炎辉把清代台湾淡水厅、台北府、新竹县三衙门的档案整理命名为《淡新档案》，在将

其进行“民、刑”划分时，在他所区分的刑事类案件中，近一半的案件虽更接近于某些民事案件，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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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所含有的暴力因素而被归入了刑事类。学者滋贺秀三认为，这类案件的“刑事性”是值得推敲的。

将案件进行分类为刑事民事的大类以及各自的细目时，想要在细节上获得认同，恐怕相当困难[3]。寺田

浩明也认为，清代司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单纯按照现代所谓“民事”和“刑事”审判程序之

性质进行区分。徐忠明总结称，“那些过分强调‘民事审判·情理’与‘刑事审判·法律’的理想建构

图式，显然不是最佳解说”[4]。随着反思的深入，西方中心主义受到挑战后，研究者们认为“民、刑”

是一组并不符合历史语境的概念，自然会逐步被学界剔除。 

2.2. 从程序来看 

从程序上看，州县官负责审理的案件包括一般民事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和治安管理案件。 
郑秦先生书中以表格的形式清晰明了地呈现了州县自理案件的范围和种类，比文字更为具体、形象

[5]；并且借助大量的案件实例加以佐证，更有助于理解。 
中国古代社会官僚体制是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任命式的各级文官负责制，地方的司法审判均由

地方各级文官直接承担。清代的地方审级基本与地方行政区划一致，地方政权机关同样是审判机关。因

此，州县自理案件即由州县有权管辖，且州县官自己作出的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有权管辖的就

是州县的地方长官，称为知州或知县。 
清代的司法制度并不存在民事审判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的区别。诉讼案件最初的告诉和审理，“无

论是围绕土地边界的矛盾、金钱借贷的争议、家产分割或婚约不履行的纠纷还是种种斗殴伤害或杀人案

件的诉讼，全都先不分种类而直接向行政区划基层的官员即州、县的地方官诉讼，然后再根据情况向上

级移送”[6]。 
封建制五刑，从唐代是笞、杖、徒、流、死的刑罚体系，到了清代实行的还是以此为基本，只是多

多少少变形和复杂化了的刑罚体系。被认为应该处以这个体系中“徒”以上刑罚的案件，称为重罪案件。

而各级官吏能够行使的审判权、刑罚权根据他们不同的级别而受到严格的限定。州县官作为基层法庭法

官，可以审理刑不过笞杖的轻微刑事案件和当事人不上控的民事案件，通常被称为“自理词讼”，也就

是由州县官全权审判的诉讼，不必逐级审转。从案件性质上讲，就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及一些轻微刑事案

件和治安管理案件。 
若州县官在审理时遇到了按照律法应当判为重罪的案件，就会把案卷、案犯一同移送上级官府。州

县官管辖权范围内所能判决的案件的最高刑罚就是笞、杖，笞、杖及以下的案件可以由州县官最终审判

并执行。由于民刑不分的法律制度传统，州县官也常常动用刑罚手段来处理民事案件。但由此不难发现，

看似界定合理的“自理案件”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漏洞：由于所有案件都要先交由州县官审理，所谓“重

罪”的标准是否已经达到了，也是州县官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州县官认为该案件经审判不满足徒刑

或者没有必要处以徒刑以上的刑罚，那么这类案件就会按照州县自理案件的程序来处理。 

3. 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审判 

3.1. “依法裁判” 

在自古以来的司法审判中，律例的权威性以及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对于如何援引律例，

《大清律例》中有严格规定。律例本身具有明确的结构，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对于某种违反律例的行为

具体具备什么构成要件、应当被处以什么惩罚，都有明确的规定。《大清律例》以其律文为中心，形成

了犯罪与处罚的结构，相应的律文之下有在特定情形中进一步细化的例文规范，对此，那思路称之为基

本与补充的关系。在清代官员对法律进行适用的过程中，需要“断罪引律条”，将案件事实与律例之间

进行比对，按照与现代法条适用模式基本相同的大前提、小前提的逻辑得出结论；在并无严格准确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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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规范能与案件事实一一对应时，则依照清律“‘断罪无正文’者得‘比附援引’”(相当于现代的“类

推”)来适用案件，从而得出判决。但州县官只有建议权，最终需要刑部和皇帝的批准[7]。 

3.2. 对“依法裁判”的超越 

从中国古代传统法制来看，国法作为一种实定性的判断基准，一直是成文法典形式存在的；情理则

与此相反，并非成文、没有任何实证基础，也不具有实定性，只能作为自然的判断基准。 
基层司法审判主要围绕情理法这种特殊的判案方式展开。中国传统司法体系中，州县是最基层的一

级司法部门。以家族或村庄为单位的社会底层群众，在司法活动中皆是调解为主的非正式司法模式，制

定法的利用在这个阶段并未体现，不具有正式的地位。基于和谐中庸的家天下体制，国家在这一阶层只

要求保证伦理风俗即可。如：汉唐时期，会选择地方上具备道德威望的族长、长辈等担任地方调解的任

务，这属于一种乡官制度；发展到宋朝以后开始衰落，逐渐演变成为乡役；明清时期，在新兴了另一种

非正式的乡官——地方士绅势力崛起，与乡役共同构成特殊的乡村自治式的治理结构。这种在州县以下，

地方士绅与乡役的非正式司法活动，可以大致概括为依情理的调解。 
清代州县自理案件在援引律例上没有严格的限制，然而律例在州县案件审判中的地位却不容忽视。

州县自理案件与审转案件不同，由于缺少严格的逐级审转制度的压力，除了当事人上控外，官员可以掌

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州县官可以自由裁断。从唐宋开始，研读法律就作为了

科举考试的必要内容，读书人想要走上仕途，便要熟识各种律法。这样做，毫无疑问对提高各级官员的

读律水平、治狱能力起到了一定作用。除此之外，即使已走上仕途成为官员，也特别强调对律例的学习，

谙熟时新的律例，纵使“讼端百变，不难立时折断，使讼师慑服，诳状自少，即获讼简刑清之益”1。方

大湜不仅阐明了官员所具有的的裁量权限，更强调了当事人上控对于偏离律例的制约：“自理词讼，原

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在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

与律例十分相背。否则上控之后，无可措辞矣。”2 
对于州县自理案件是依情理还是依国法裁判，以及是否援引律例，学界存在两种经典的不同的观点。 
学者滋贺秀三认为州县自理案件与现代的民事诉讼相似，他主张，传统民事审判的依据以情理为主，

而重罪案件则是依国法审判的[3]。“与重罪案件的立案判决必须严格地依据法律进行相对照，在听讼程

序的范围内可以说知州知县几乎完全不受法律拘束。”州县官在作出裁判时，必然要考虑“国法”，但

实际上，《大清律例》中能够给当事人之间调整民事利益的法律“数量既少又缺乏体系”，所以“依法

裁判”不可能实现。 
在《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学者黄宗智认为清代州县自理案件中，官

方法律文书与民间实际操作存在表达与实践的区分[8]。他主张，清代州县官坚持依法断案原则审理民事

自理案件。而滋贺秀三之所以认为清代县衙中州县官的民事司法审判是调解活动，是在信任官方法律文

书的影响下，当然地把情理法看作了州县官处理民事纠纷的基本方式[3]。黄宗智在书中表明了自己的观

点：州县自理案件中的民事审判是依据法律作出的，至于情理，只是作为判词中的修辞手法，官方的表

述想要让国家法律在私了中不起作用，以表明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仁治的关键地位。而实际上民间调解

才是情理判案的最主要表现，州县以上的正式司法审判活动基本以制定法为依据，情理的成分很少[8]。
黄宗智将情理与国法同民间调解与正式司法两两对应，可能不能够完全解释得清实际复杂的司法活动[8]。 

对于两种观点的讨论，我个人在大体上倾向于滋贺秀三的观点，但也有略微不同。即便是民间调解

也不一定仅以情理作为处置依据，即便是州县以上的正式司法审判活动也不一定仅以国法作为审判依据。

 

 

1[清]汪辉祖，学说致赘。“律例不可不读”。 
2[清]方大提，平平言(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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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经过多年的积淀，直至明清时期，法律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在地方调解活动中地方士绅

与乡役不可能凭空创造调解依据，法律的广泛传播在潜移默化中也会对调解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

即使是州县以上的正式司法审判活动，介于仁治思想和父母官的责任感，州县官也不能不考虑当地的具

体风俗习惯等情理因素。在这个阶段，州县官面临着中国传统司法中最为复杂的制度形势，迫使他们不

得不寻求较为灵活的应变策略。 
清王朝不断强调道德教化，正符合清朝官员的职能——行政兼理司法。州县官如同父母官一样，包

揽了行政与司法职能。由于二者在日常事务处理中集于一人之手，没有区分职能分工，导致官员会以处

理行政事务的方式对待司法诉讼。不仅要尽量“依法决断”，同时也不能忽视地方民俗，坚持实质正义

——然而，这却更像是一种形式正义同实质正义的背离。情理作为州县自理案件审判的准则之一，在每

一起案件中却不能同样适用，因其并不是一种客观规范，而是较为主观的裁量标准。作为州县官在职责

范围内解决纠纷时的一种自己内心的道德要求或行为规范，很容易受到州县官本人心理标准的影响，极

易出现司法擅断主义。 

4. 清代州县自理案件中的刑罚 

在刑罚方面，《大清律例》为州县官提供了审理自理案件的法律依据，但在民事案件中，刑罚手段

并不是唯一的调整方式。由于民事法律规范的缺乏，州县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往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9]。 
在《大清律例》中，“户律”和“刑律”部分条款规定了有关州县官在自理案件有权施以笞杖的情

形，是消极方面的制裁性规范；“户律”和《户部则例》中也有一些单纯的民事法律规范，从积极方面

设置了禁止性规范，没有规定笞杖。以上都可以作为州县官审理自理案件的法律依据，由此可见，民事

法律关系并不是仅由刑罚手段来调整的。 
清代州县自理案件中，若是一般的轻微犯罪，作为这一地域的行政兼理司法的州县长官，当然地同

时具有一些必要时对管辖地域下的人民加以拘禁、笞、杖、掌脸等在一定限度的体罚权限，称之为“笞

杖轻罪”。但究其根本，民事纠纷还是不同于刑事犯罪。 
若要法律发挥治理社会的作用，就要有法可依。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大清律例》中相关条文数

量既少又缺乏体系性，因而常常出现州县官想要依法裁判但却无法可依的情况。“只要不是极端地背离

法律，就没有必要受法律文言的细枝末节所束缚”，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州县官对于自理词讼的自由

裁量权。 
如滋贺秀三所说：“决不是所有或大多数案件中都引照国法。从数量上看，未提及国法便得出结论

的案件更多。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由于可成为民事法律渊源的国法条文数量极少，并且在如后述审理

的场合，对于属于州县自理范围的轻罪通常不另行拟律，所以这种情形是理所当然的。”[3] 
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审判既有依法裁判的原则，也有对情理的考量。这种结合体现了中国传统司法

的特点，即在维护法律规定的同时，兼顾地方风俗习惯和道德伦理，是适用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能够

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审判形式。 

5. 结语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启示未来。我们并不一定要完全摒弃西方话语在描述传统法制中的作用，而是

应当在研究过程中注意避免带有情感色彩地或具有意识形态倾向地使用其概念框架。此外，我们还应当

持续对西方法律的概念框架进行批判性审视。如果忽略了这些关键点，即便我们努力“在中国发现历史”，

最终可能也只不过是发现西方理论和观点在中国历史中所塑造的“历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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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可以观察到一些看似矛盾的现象。由于司法体系过于注重结果而忽视程

序，许多参与诉讼的人不断寻找并利用所谓的“潜规则”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行为的存在，导致了

公众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使得许多涉及诉讼的当事人在决定是否进入法庭时，感到既想要通过法律途

径解决问题，又害怕法律程序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法官作为案件的裁决者，在处理案件时，不仅要考

虑到法律条文，还要兼顾社会情感和大局意识。这种在独立司法和人情司法之间的平衡行为，恰恰反映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情理法”的影响。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传统司法观念在现代司法实践中的影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需要特别关注文化传统与法律变迁之间关系的原因，法律史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国司法实践现状以及未来

的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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